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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增能·法治:校园欺凌治理的理想图景

尹毅,葛蓝

摘 要:新时代的校园欺凌治理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与政府行动,一方面在运动式的专

项治理过程中总结防治经验、形成工作模式,另一方面在分散型的法律体系内容中进行

法理论证、探寻规制路径。校园欺凌治理的法律的空白与规则缺位,使其在实践中遭遇

了学校 “介入无门”与 “权小责大”的法制困境,继而在从 “政策议题”过渡至 “法律

命题”转换过程中,需要借助于法的威权及强制力,赋予校园欺凌治理的策略和方法以

合法性,明晰各类相关责任主体的角色扮演、权力分配与能力需求。通过专项立法、有

序衔接,实现校园欺凌依法治理;强调学校为主、多元协同,推进校园欺凌综合治理;

依靠配套机制、纠偏持正,实施校园欺凌精准治理。这些都是建构校园欺凌治理制度框

架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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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校园欺凌 (schoolbullying)日益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与

教育事实,并呈现出主体扩大化、行为多样化、影响恶劣化等普遍多发的发展态势。每一次惨痛

的校园欺凌事件的曝光,都持续触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与社会舆论的底线,“学校中的任何犯罪

事件或暴力行为,不仅会影响所关涉的个体,还可能扰乱教育过程以及旁观者、学校本身与周围

社区”[1]。校园欺凌是社会、家庭、学校以及个体的交互结果与综合作用,既关乎宏观的社会结

构与法制规范,又与微观的个体心性与道德秩序有关。作为一项沉重而严肃的社会议题,整治校

园欺凌已经成为大众共识,如何有效治理对公共智慧是一种考验。2019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UNESCO)在伦敦 “2019教育世界论坛”“2019EducationWorldForum”发布了 《数字背

后:结束校园暴力和欺凌》(BehindtheNumbers:EndingSchoolViolenceandBullying),该

项报告基于144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结果,介绍了治理校园欺凌卓有成效的国家的应对举措,即

“坚强的政治领导、健全的法律和政策框架能有效地减少和控制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发生”[2]。虽然

具体的法律制度因国情而异,但是理性的法治观念则可见其共性,法律治理因其权威的稳定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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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规范的强制性与连续性,对校园欺凌具有显性的防治作用与隐性的威慑效果。相比于发

达国家,我国校园欺凌的法治之路仍然艰难且漫长,需要国家层面的系统治理、制度层面的体系

设计与行动层面的能力集成,一方面在运动式的专项治理过程中总结防治经验、形成工作模式,

另一方面在分散型的法律体系内容中进行法理论证、探寻规制路径。

一、从 “介入无门”到 “权小责大”:校园欺凌治理的法制困境

自2016年以来,校园欺凌作为专门用语频繁出现于国家政策文本之中,一系列连贯且理性

的 “通知” “意见”与 “办法”,将校园欺凌治理上升为国家意志与政府行动,改变了过往学校

“介入无门”的尴尬境遇。同时,由于规避了严罚还是教育的争议,校园欺凌治理建构了一种复

杂的现实主义的干预结构与介入程序[3]。但是,这种教育政策往往趋向于工作机制与实施细节的

技术关注,缺乏实质性约束与强制性规范,而校园的时空属性与学生的身份概念,又容易惯性地

将校园欺凌治理的主体责任囿于学校场域,宽泛的政策主张、被动的风险应对并不能改善学校

“权小责大”抑或是 “无权无能”的现实处境。于是,校园欺凌被默认为同伴之间非理性或无意

识的玩笑行为与正常表现,处理过程也被概括为先验的假定、经验的演绎与个体的比较,以 “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草草收场,只有冠以 “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等的定语,才会

进入公众视线与法制视野。因此,校园欺凌治理的法律空白与规则缺位,使其在实践中遭遇了

“无法可依、无处可管”的法制困境,继而在普法、司法、执法层面稀释了责任的落实。

(一)校园欺凌的界限与标准:立法之盲点

近年来,以专项立法来实现校园欺凌治理的赋权赠能,是民众的主流舆论与学界的研究热

点;但是,对于校园欺凌在法理意义上的属性定义与概念范畴,一直存有分歧与争议,未能形成

法学理论抽象化的理性认知,制约了立法规程与技术要求。2017年11月,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

印发了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第一次以政策文本的形式明确

了校园欺凌的概念与界限,即 “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 (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

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凌、侮辱,造成另一方 (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

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4]。作为一项概念的定义陈述,《方案》的表述相对清晰地界定了

校园欺凌的发生空间、行为主体、心理动机、表现形式与可能后果。但是,就作为法律术语的技

术指标与统一标准而言,校园欺凌的定义被窄化与限定了。当前校园欺凌的 “时空边界”“主体

之间”“类型特征”都在发生变化,欺凌行为的发生以及造成的人身伤害都有其独特性,需要具

体而论非泛泛而谈,否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校园欺凌的事实认定、证据收集与程序处理,都

会遭受合法性质疑。

校园欺凌作为一项行为事实,所指的不仅仅是身体语言和活动符号,还包括各种心理状态,

以及更大的系统属性。这就牵涉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的概念范畴和关系溯源,两者之间既有行为

模式的进行程度的互补,也有危害后果的实质判断的重合。“若采用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将影响

校园功能、学生成长的行为与已有的法律法规结合进行体系化分析时,会发现校园暴力概念的优

势在于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5]将暴力作为欺凌的上位概念并加以区分,也是联合国及其他国家

所采用的惯例;“再把校园欺凌进行细分多个层次,更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监管与评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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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流行的划分类型,校园欺凌大致可分为身体伤害型和精神侮辱型两大类型,具体分为肢体欺

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个性欺凌与虚拟欺凌,每一项欺凌行为的认定标准、处理方式与责任

归属,都需要对应与明确。因此,法律作为对某种社会关系的规范与修正,包含系统化的逻辑结

构、定量化的格式标准与技术化的语言符号,推进校园欺凌的专门立法,首先要进行有关校园欺

凌的各种权利、义务、责任和行动的伦理上和概念上的诠释,而且,“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结果,

必然对具体的制度架构产生决定性影响”[7]。

(二)校园欺凌的划责与维权:执法之宽容

虽然,《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校园欺凌治理的政策空白与监管困境问题,但是,对于

实际发生的欺凌案件的划责与维权,仍然需要参照和援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 《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中的适用条款。由于对校园欺凌的行为方

式、伤害程度缺乏权威界定和普遍共识,且受制于刑事责任的年龄限制与 “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的保护政策,关于校园欺凌的定罪与量刑颇难实施,“在规范法学的意义上绝大多数行为至

多只能评价为侵权性质行为”[8]。《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

担责任。”因此,欺凌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则实际变成了监护人的替代责任与学校的补充责任。

而校园欺凌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一般属于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范畴,惩罚力度有限,执法过

于宽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四条规定:“未成年人不得有下列不良行为:打架斗殴、辱

骂他人、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

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

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因而,校园欺凌中的绝大多数施暴者并未能够受到法律责任的

实际追究而被无形庇护,惩戒的缺失与法律的轻处,更加容易引发社会公众的普遍不满与强烈

抨击。

如果只是将校园欺凌的处置局限为民事纠纷甚至行政处分的非罪化处理,“不捕不诉”,那么

行为主体人并不能充分感知行为的恶劣性与结果的危害性,“许多成年罪犯,当年都曾在校园里

有欺凌行为,学生时代的欺凌行为极易在成年后转化成犯罪行为”[9]。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在

法律层面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代价以及降低犯罪的年限。“未满十四周岁的

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犹如一道天然的保护伞,将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

罪等具体罪名剥离于校园欺凌的涉罪情况。“非刑即放”的矫正措施 “忽略了校园欺凌隐含的刑

法属性,忽略了从刑法实体法的角度研究校园欺凌”[10],校园欺凌已然具有法益侵害性 (违法

性)与可谴责性 (非难可能性)的定罪属性。同时,专业化的教育矫正机构的缺失,使对越轨少

年的行为矫正从学校到社会出现了真空地带。《方案》在 “依法依规处置”中专门规定:“屡教不

改或者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必要时可将实施欺凌学生转送专门 (工读)学校进行教育。”

但是,司法机关支持体系的缺乏以及政府投入的不足,使专门 (工读)学校陷入了有名无实的萎

缩境地,而且 “由之前的公安机关强制送读变更为由其父母自愿送读,导致对有严重不良行为学

生的管理束手无策”[11]。此外,监护人责任追究制度缺乏明确而具体的惩治内容,使监护人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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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实现方式主要集中于民事赔偿,放任了监护人的失职行为,也纵容了学生校园欺凌行为。

二、从 “权力生成”到 “能力支援”:校园欺凌治理的法治嵌入

“法治是一种政治精神,即按照社会的根本大法和准则所确定的方式行事,而不只是拘泥于

具体的法律条文和刻板的规则。”[12]从目前来看,校园欺凌的现实治理面临责任主体多元、社会

关系复杂、法律技术滞后等多种困境。而现有的法律规制则散见于部门法规及行政规定的规范性

文件之中,操作性不强,威慑力不够。诚然,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校园欺凌治理的必然要求,

但从完善立法与公正司法的操作层面而言,校园欺凌治理却面临着从 “政策议题”转换为 “法律

命题”的复杂与疑难,即使在法律制度与体系相对完善的美国,这也历经了几个世纪的实践与思

考。当前,校园欺凌治理需要基于既有政策的现实考量与法学理论的理性分析,法律规则只是提

供了一个抽象的行动框架,并未明确在具体情形中所必须采用的行动方案。因此,一方面,要借

助于法的权威及其强制力,赋予校园欺凌治理的策略和方法以合法性,明晰各类相关主体的角色

扮演、权力分配与能力需求;另一方面,再好的法律制度也依赖于贯彻、执行、监督乃至发展,

即有自觉的意识与相应的能力来防止校园欺凌的发生。

(一)德性与规则:校园欺凌治理的权力生成

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草案)》从教书育人和安全保障两个

角度规定了学校主体的保护义务,学校应当配合有关部门根据欺凌行为性质和严重程度,依法对

实施欺凌行为的未成年学生予以教育、矫治或者处罚。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规定可以看作是法律

对学校 “赋权”的价值体现与行为授予。因为,当前学校教师对于校园欺凌 “不敢管、不能管、

不想管”的尴尬现实,实际上折射了教育惩戒权力的缺位与流失。学校作为从事教育服务的实体

单位,与学生处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地位,以一种教育契约的关系形式,来履行教书育人、人才培

养的责任和使命,强调对学生的身心关爱与权利保护。这使得教师在纠偏学生失范行为时惯用道

德感化的力量,而任何形式的惩罚都会成为触及其职业生涯的警戒线。“法只能以法律规则的形

式,对权利和义务认定提供一种指导。权利和义务的实现,还取决于对这些法律规则的遵

守。”[13]注重强化规则意识,必须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有效保障, “奖其当奖,罚其当罚”,当前

治理校园欺凌的工作重心仍然在学校,法律应该充分保障教育惩戒权的合法实施。“校园欺凌事

件频发问题及其防治困境的重要解决之道在于教育惩戒权的回归,这是学者和一线教师已达成的

共识。”[14]现代教育惩戒是在法治运行框架下的警告、劝诫与惩罚行为,其效力来源是权力生成

的法定性与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即教师将教育过程的日常管理行为上升为行政法律关系。就目前

来看,教育惩戒的形式、程序与度量,需要立法的保障和实施的统一。

如果说 “惩戒权”的理性回归是对 “教育软弱无力”的回应,那么学校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与

资源来履行这一权利和义务? “学校安全是宏观层面的公共现象,而不是微观层面的技术问

题”[15],校园欺凌则属于典型的社会综合治理范畴,既需要政府负责与法治保障,更需要社会协

同与公众参与,即通过公共权力的分配与社会责任的表达来分担治理风险。11部门共同制定的

《方案》将校园欺凌治理的工作职责按照教育、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司法、共青团、妇

联、残联、学校等部门属性进行了对应分工,以形式层面的联合行动来提升校园欺凌的治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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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但是,立足于我国权力结构的传统现实,这种政策性的条款或倡导性的规定往往缺乏政府的

干涉与等级的控制,从而造成权力的多元与权威的分散,“必然导致教育部门的这种牵头地位在

实践中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也导致关于各部门职责的规定显得杂乱无章,缺乏统摄效应”[16]。

因此,在我国权力分配格局的传统下,校园欺凌的治理深受组织特性与部门资源的限制,校园欺

凌的治理过程 “既建立在现有的机构和具法律约束力的体制之上,也离不开非正式的协商与和

解”[17],即协同治理仍然依赖强有力的政府提供对话的机制与平台、协作的规则与程序,赋予权

力的共享、行动的能力与资源的支持。“组织之间的合作有时是为了符合来自更高权威机构必要

的法律和法规的要求”[18],行之有效的校园欺凌治理需要政府的保驾护航,通过构建一种多中心

秩序的权力关系体系,将泛泛而谈的 “叙述性立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权力供给与责任分配。

(二)预警与防治:校园欺凌治理的能力支援

权力与能力缺一不可。能力的缺乏会直接影响权力运行的效果,当前遏制校园欺凌强调预防

性治理与专业化干预,这对基层实施者的应对能力、知识素养与协作水平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日

本2013年颁布实施了 《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其中第十八条第一款明文规定:“采取以专

门知识为基础的妥当举措,并应在教员相关素质、能力培养和提高、师生关系体制调整、配置心

理、福祉等包含校园欺凌应对和防止内容在内的有专门知识的教员等相关人员方面采取必要措

施。”[19]防治校园欺凌作为一项常态性工作投入,需要地方政府及学校形成特定的组织编制与工

作方案。一方面,在学校层面,成立由校长或者法制副校长负责,教师、辅导员、教职工、社区

工作者、家长代表、校外专家等人员组成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委员会人员的知识结构要涵盖

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医学等多学科领域,具备完整的商谈、法务、咨询、救济、干

预等防范能力,既能做好针对欺凌事实的调查、支援与处置,也能开展防治对策的研究与普及。

像英国,就建立了各类学生行为改善方案,聘任,负责行为管教支援工作之教职员 (behavior

supportstaff),尤其强调家校合作的行为辅导支援方案 (pastoralsupportprogram)。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则要从共同愿景、组织协调、资源服务等方面来发挥更大作用和承担更多责任。英国

比较著名的行为教育支援小组 (behaviorandeducationsupportteams),通过整合地方政府各部

门的相关职能与配套资源,实行多部门 (multi-agency)协同的任务化编组与团队式合作,来对

有行为偏差、适应困难及逃学率偏高的学生及其家长及时提供心理咨询、行为矫正、社会福利等

服务。

目前,校园欺凌治理的政策框架在学生群体的反欺凌自我保护知识与技能的教授上还缺乏专

门的核心能力标准与标准化培训体系。学生主动参与欺凌防治的积极性、责任心与获得感较低,

欺凌者肆无忌惮,围观者缄默而行,受害者绝望无助,每个人都已经成为秩序的一部分。“在学

校,应有一套制度和程序规定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以及发生欺凌或网络欺凌时应采取哪些行

动。”[20]2019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第5号预警 《防治学生欺凌暴力建设阳光

安全校园》,明确提出要开展专题教育和做好预防处置,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21]。开展

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专题教育,需要强化学生的发展权、参与权与生存权,并且将专题教育纳入

常态化的思想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提高校园针对欺凌行为的底线与规则思维、

法治与敬畏意识、防暴与制暴能力。学生理应是校园欺凌治理的主体,而不是纯粹的防止校园欺

凌的对象。比如,德国以项目形式在校内和校外开展了系统化的欺凌应对技巧培训[22]。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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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美国的50个州200项校园安全政策文本,均提供了 “从设施的安全到提供心理健

康和咨询服务,以及整合解决学生社交,个人问题的教学和情感需求”[23],至少有42个州在州

条例或法规中要求学校进行安全和防卫演习,并且组织反欺凌教育活动。

三、从 “政策主导”到 “法律治理”:校园欺凌治理的制度框架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

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当局在某一种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利———和根据对此的

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务。”[24]法律运用强制权力来规范、修正内部秩序与外在权威,社会实

体的正义与和谐则需 “以法律为准绳,以合宪为原则”,而校园欺凌的愈演愈烈正是对社会正义

的沉默与对法律公正的背离。当道德偏差已然、现实造就校园欺凌恶果,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启动

法律惩治机制与司法处理程序时,就需要理性的分析、行为的规约与观念的力量,而不是朴素的

道德谴责与情感表达。先进国家几乎均将反霸凌 (anti-bullying)列为学校校园安全政策之优先

内涵,通过法制 (法令规范)建构整合不同利害关系人及资源网络 (资源分配),超越班级经营

或学校管理的层面,使其成为学校、家庭及政府部门共同的责任[25]。同时,法律为校园欺凌治

理提供的依据与工具,需要转化或上升为法律规范的有形正义,“基于某种对人类行为和处境的

体面和易变的普遍关切,一种以社会补偿的形式出现的有关平等对待的特定观念,将最低原则转

为最优原则”[26],以便传递国家意志与公共价值。

(一)专项立法、有序衔接,实现校园欺凌依法治理

当前,反校园欺凌的法律建设迫在眉睫。通过专项立法来解决校园安全领域重要的难点及热

点问题,可以在弥补一般性立法结构不足的基础上,为学校争取更大的自由裁量权,避免现行法

律在治理校园欺凌上的分散与疲软,提高法律遏制校园暴力的效能。校园欺凌的法治化过程,不

仅需要立法活动的指引,而且依赖法律解释的基准。“必须出台效力层级至少为行政法规的预防

及处理校园欺凌的专门法律文件”[27],既要对校园欺凌的行为界定、违法性质、认定标准与基本

类型做法律技术上的操作性规定,又要以 “权、责、能统一原则”来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开展校园

欺凌治理的工作职责。反校园欺凌专项立法作为一项特殊法制,较之常态法规应更具扩张性与优

化性,尤其是在欺凌个案中拥有具体规则的适用效力,在专项立法的基础之上更应鼓励逐级立

法、责任分级,包括地方人大、政府出台相应的地方性规章以及学校和各类社会组织制定的具体

性举措方针,形成全国性立法、地方性法规与具体制度多管齐下的防治体系。

同时, “应该思考如何在现有的法律规定里对涉及校园欺凌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细化和修

改”[28],秉持校园欺凌零容忍政策 (zerotolerancepolicy)完成与现有民事、行政及刑事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序对接和功能细化,做好域外经验的本土探索。在责任年龄的限制方面,可以适当引

入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审判量刑时增加施暴者主观恶性的考量,不以纯粹的 “年龄”来放纵

欺凌者 “知善而不行,知恶却为之”的执意违法行为;在行为处罚的适用方面,可以尝试设立

“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对实施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欺凌者,检察机关根据不同情况,

单独或者联合相关部门依法进行训诫教育、社会化帮教或必要的强制性行为矫治等,责令欺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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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责令欺凌者监护人赔偿损失并对欺凌者加以管教,对欺凌者进行政府收容

教养、实施社会观护等;在监护责任的连带方面,可以尝试增加 “监护人失职责任”,如强制出

席相关司法程序、损害赔偿以及就不履行监管教育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二)学校为主、多元协同,推进校园欺凌综合治理

以学校为核心主体,让各类防治主体在清晰和准确的职责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从而

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而又权责分明的治理模式,是校园欺凌治理取得成效的关键[29]。在合作

与协同的综合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政策法令规范及资源弹性配置,促使主管机关、学校、

外部机构及家长之间原本较为松散的网络关系,逐渐转化为更紧密的法制化伙伴关系与多层次治

理结构。在部门合作与上下联动的治理体系中,地方政府组织以学校为主体,包含政法、公安、

民政、司法、人社、卫生、团委、妇联、残联等部门的学生欺凌综合治理部门联席会议,统筹推

进地区学生欺凌治理的形势研判、政策评估、教育宣传、重大事件处置。就校园欺凌的治理而

言,学校在预防、应急、认定、处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功能。“在美国,学校建立了以

学区为主、家长和相关社会团体为辅的校园安全网络体系,共同制定并实施本学区的欺凌预

防。”[30]完善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欺凌防治机制,是充分发挥学校主体作用的重要资源

支持。如果说治理责任的重心在基层———学校,那么也需赋予学校和教师相应的治理权力与能

力。按照权力优位原则,学校对欺凌事件的处理应具有优先的决策权限、处置权限和制裁权限,

并将这种公权力广泛地转化为教师的惩戒权,以限制学生的部分个人权利来保障学校最大限度的

安全。

基于公共治理的理念,应开放多元化来源、多样化力量来介入与干预校园欺凌。通过政府采

购与项目外包的方式,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或者评估机构,对防治学生

欺凌进行专项调查、行为评估、磋商协调与个案服务。这种第三方教育服务模式可以让欺凌的预

防性治理更具韧性与融通性。同时,如有学生因校园欺凌行为遭受停学或退学处分时,除要给予

专业辅导外,政府部门亦需依法提供相当程度之替代教育服务,也可由非营利组织、企业及私立

学校等团体担负这一任务。与我国当前承担矫正教育的工读学校相比,英国公立的 “转介学校”

(pupilreferralunits)与主流学校一样,配有专职教师、教学助理、学习指导员以及支援人员,

将课程重心置于基本学科能力及学生行为改善,希望学生在经过定期评估后,能够重返主流学

校[31]。在全美50个州中,已有48个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替代教育相关法令,33个州在法律或

政策中对替代学校课程予以规范,以纽约市所属的5个行政区为例,共设立38所 “替代学习中

心”(alternativelearningcenters),同时为学生提供法令规定的核心课程及适合个体偏差行为状

况的辅导计划。

(三)配套机制、纠偏持正,实施校园欺凌精准治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法治愈是健全,形式正义愈是明确而严格。校园欺凌的法制框架自然应该

围绕欺凌防治中的关键机制、有效策略展开,通过形式化的规则安排与程序化的模式凝聚,形成

具有长效性、稳定性和约束力的防治学生欺凌工作机制。纵观已经具有相对成熟欺凌防治经验的

国家地区,其法律规制体系中主要包含预防与教育机制、报告与识别机制、应对与处理机制以及

部门联合行动机制等,实现校园欺凌的常态化与精准化治理。在预防与教育机制方面,开展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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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专题教育、安全自护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道德与法治教育,将学生欺凌治理专题培训纳入

学校教职员工的业务能力培训与日常工作考评,同时亦不能忽视监护人的防治学生欺凌知识教育

与能力指导。在报告与识别机制方面,建立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报告制度,教师和家长负有知情

必报的责任与义务,鼓励相关学生及时主动报告欺凌行为,报告时相关人员有义务保护遭受欺凌

和暴力的学生以及知情学生的身心安全。同时,注重和加强校园欺凌发生事件的数据统计、行为

分析与动态监测工作,提高学校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的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在应对与处理机制方

面,建立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的完整业务链条和应急预

案编制,包括对欺凌事件的性质与情节、种类与适用、辅导与惩戒等方面的规定,尤其注重科学

有效的追踪辅导、人文关怀与成长教育。

法治不再只是一种治理手段,而是一种信仰。学校和教师有法律及道德之义务维持学生行为

与纪律,即使相关惩戒规范可能损及学生受法律保障之自由权,只要学生被证明具有合法教育利

益的正当性,就应该受到司法部门的支持与援助。学校的学生行为管教规定必须明确清晰,尤其

应注意惩罚的一致性、公平性以及对优良行为的奖励联结系统。虽然在校园欺凌治理中要重视偏

差行为之后果及矫正,但亦应十分注重惩戒措施之比例原则及正当法律程序,并适当引进外部监

督及司法审查机制和问责处理机制。特别是在停学、退学等重大惩戒处分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

要重视法律保留、法律明确性等原则,赋予学校教育人员合理惩戒权,以维护校园学习秩序;另

一方面应遵守法律正当程序,保障学生、家长救济之权利及机会,维护不同利害关系人在校园欺

凌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实质公平权利。例如,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教育部引入安全校园行动小组,

“促进了管、办与评的相对分离,运用专业化的评价工具和行动议程确保行为实施的客观性与公

正性”[32]。

四、结语

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引领与推动下,将校园欺凌纳入法治轨道与法制体系,完善校园欺

凌的专门立法与责任机制,提升校园欺凌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不仅意义重大而深远,更是行

之有效的治本之道。诚然,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校园欺凌治理的必然要求,在尊重事实、尊重

时空环境的情况下循序渐进地完善校园欺凌的法律治理,需要基于既有政策的现实考量与法学理

论的理性分析,一方面在运动式的专项治理过程中总结防治经验、形成工作模式,另一方面在分

散型的法律体系内容中进行法理论证、探寻规制路径;但是,校园欺凌在法律上的空白与规则中

的缺位,导致现有的法律规则只是提供了一个抽象的行动框架,并未明确在具体情形中所必须采

用的行动方案。因此,一方面,要借助于法的权威及其强制力,赋予校园欺凌治理的策略和方法

以合法性,通过专项立法以及与现有民事、行政及刑事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序对接,来明晰各类相

关主体的角色扮演、权力分配与能力需求;另一方面,再好的法律制度也依赖于贯彻、执行、监

督乃至发展,即要有自觉的意识与相应的能力来防止校园欺凌的发生,包括构建以学校为核心的

多元主体介入与干预的治理体系,以及形成具有长效性、稳定性、约束力的防治学生欺凌工作

机制。

·03·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20年



参考文献:

[1]BROOKMEYERKA,FANTIKA,HENRICHCC.Schools,parents,andyouthviolence:amultilevel,ecologicalanaly-

sis[J].Journalofclinicalchildandadolescentpsychology,2006 (4):504-514.

[2]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Behindthenumbers:endingschoolviolenceandbullying

[R].Pairs: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candCulturalOrganization,2019:12.

[3]姚建龙.防治学生欺凌的中国路径:对近期治理校园欺凌政策之评析 [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36 (1):19-25.

[4]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EB/OL].(2017-11-22)[2020-01-15].http://

www.moe.gov.cn/srcsite/A11/moe_1789/201712/t20171226_322701.html.

[5]徐久生,徐隽颖.“校园暴力”与 “校园欺凌”概念重塑 [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 (6):44-52.

[6]张宝书.英国中小学反校园欺凌政策探析 [J].比较教育研究,2016,38 (11):1-8.

[7]林鸿潮.论学校安全立法及其制度框架 [J].教育研究,2011,32 (8):13-19.

[8]李婉楠.校园欺凌现象的犯罪学评价及预防路径 [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16 (4):15-19.

[9]SMITHPK,MORITAY,JUNGER-TASJ,etal.Thenatureofschoolbullying:across-nationalperspective[M].Lon-

don:RoutledgePress,1998.

[10]胡增瑞.校园欺凌行为的刑法规制 [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 (1):58-65.

[11]尹力.我国校园欺凌治理的制度缺失与完善 [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38 (4):101-107.

[12]孙国东.转型中国的法治研究 [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48.

[13]张文显.法理学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8.

[14]张茂聪,李玉蛟.校园欺凌惩戒权的理性回归 [J].教育科学研究,2020 (1):60-65.

[15]KITSANTASA,WAREH W.Students'perceptionsofschoolsafety:effectsbycommunity,schoolenvironment,and

substanceusevariables[J].Journalofearlyadolescence,2004 (4):412-430.

[16]任海涛.我国校园欺凌法治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评11部门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J].东方法学,2019

(1):123-133.

[17]DEFARGESPM.Lagovernance,quesais-je.No.3676 [M].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2003:45-46.

[18]托马·穆里埃斯.协同治理:读菲利浦·莫罗·德法尔日著作的笔记 [M].陈力川,译//乐黛云.跨文化对话:第18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9.

[19]向广宇,闻志强.日本校园欺凌现状、防治经验与启示:以 《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为主视角 [J].大连理工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2017,38 (1):1-10.

[20]麦克·卡西迪.远离校园欺凌:你该怎么做 [M].雷秀云,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116.

[21]防治学生欺凌暴力 建设阳光安全校园: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2019年第5号预警 [EB/OL]. (2019-08-23)

[2020-01-15].http://www.moe.gov.cn/s78/A11/moe_767/201908/t20190823_395632.html.

[22]冯一平.德国:治理校园暴力,预防措施必须到位 [J].人民教育,2016 (11):26-27.

[23]CCSSO.Educationcommissionofthestatesunveilstatek-12schoolsafetycomparisonresources[EB/OL].(2019-02-25)

[2020-01-15].https://www.ecs.org/50-state-comparison-k-12-school-safety.

[24]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M].王明毅,冯兴元,马雪芹,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94.

[25]林斌.英国防治校园霸凌法制之研究:教育治理之观点 [J].教育经营与管理研究集刊,2013 (9):1-29.

[26]特伦斯·鲍尔,理查德·贝拉米.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M].任军锋,徐卫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7-19.

[27]教育部青少年法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校园欺凌治理的跨学科对话 [J].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17,35 (2):12-23.

[28]赵亭亭.我国校园欺凌问题的现状、成因及防治:基于两次校园欺凌论坛的会议综述 [J].当代青年研究,2018 (6):

81-85.

·13·

尹毅,等:赋权·增能·法治:校园欺凌治理的理想图景



[29]崔总合,吕武.新世纪以来美国校园欺凌治理的进展、经验与启示 [J].教学与管理,2018 (36):114-117.

[30]杨文杰,范国睿.美国中小学校园安全治理审思 [J].全球教育展望,2019,48 (8):3-17.

[31]PENFOLDC,CLEGHORNN,TENNANTR.Departmentforchildren,schoolsandfamilies[J].Journalofpoverty&

socialjustice,2009,17 (3):295-297.

[32]杨廷乾,接园,高文涛.加拿大安大略省校园预防欺凌计划研究 [J].比较教育研究,2016,38 (4):62-65.

Empowerment,EnergizingandRuling:TheIdealProspectofthe
GovernanceofSchoolBullying

YinYi,GeLan

Abstract:Thegovernanceofschoolbullyinghasrisentothenationalwillandgovernmentaction.

Ontheonehand,itsummarizesthepreventionandcontrolexperienceandformsaworkingmodel

inthemovement-typespecialgovernanceprocess.Ontheotherhand,itexpoundsjurisprudence

andexploresregulationsandpathsinthecontentofthedecentralizedlegalsystem.Thelegal

blanknessand regulatory absence ofschoolbullying have caused thelegaldilemma of
“interventionwithoutreason”and“littlepowerbutgreatresponsibility”ingovernancepractices,

theninthetransitionfrom “policyissue”to“legalproposition”,theauthoritativepoweroflaw

anditscoerciveforceareneededtogivelegitimacytothestrategiesandmethodsofschoolbullying

governance,toclarifytheroleplay,powerdistributionandabilityrequirementsofvarious

relevantresponsiblesubjects.Throughspeciallegislationandorderlyconnection,schoolbullying

canbegovernedaccordingtothelaw.Emphasizingthemainbodyoftheschoolanddiversified

cooperationtopromotethecomprehensive managementofschoolbullyingandrelyingon

supportingmechanismsandcorrectingbiastoimprovetheprecisemanagementofschoolbullying

areeffectivewaystoconstructtheframeworkofschoolbullyinggovernancesystem.

Keywords:schoolbullying;governance;therule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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